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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了吗？ 

——基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 

Has Chinese economy entered the new normal?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difference 

 

摘要：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加大、生成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后发优势”的减弱，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进入新常态。本研究从增速、结构和动力三个维度出

发，发现中国还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阶段，且各经济区域差异明显。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 275 个市

级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 2012~2013 年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进行实证模

拟，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固定资产投资、政府

财政支出和劳动力则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西部地区经济增

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在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还应充分挖掘旧有的经

济增长动力，以保证新旧动力的正常切换。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With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ing,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creasing, 

the cost of production factors rising, and late-mover advantage weakening, Chinese economy has shown new 

features, which does not mean that China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growth, 

structure and dynamic, we find that China still is in the transition phase to the new normal,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this paper builds SDM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power 

source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from 2012 to 2013 by 275 urban data. We conclude that fixed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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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ern area; 

meanwhil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labor are the crucial anchor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entral area; in addition,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are clearly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area. This means that China should fully take advantage of the old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when seeking and nurtur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transi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economic growth modes.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nomic Growth, Region Difference, Spatial Dubin Model 

 

 

 

一、引言 

2014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他指出我们

要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年 11 月，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又对新常态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新常态有三大重要特征：一是增速落

入中高速区间，二是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三是增长动力和机制发生改变。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究竟是后危机时期经济下行周期的短暂表现呢，还是意味着中

国经济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关于这一议题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多数学

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刘伟和苏剑（2014）认为生产成本的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

投资收益率下降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其二，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向新常态过渡。余斌和吴振宇（2014）认为我国经济增速已落入中高

速的范围，结构也正发生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向新阶段转换的时期，能否向新常态顺利过

渡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其三，另有部分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只是暂时

性的。李稻葵（2015）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或周期性因素，只要能够

尽快找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可以保持 7%左右的增长，同

时实现增长质量和效应的不断提高。 

尽管关于中国是否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学界仍有分歧，但几乎一致认同中国经济已“做不到”

且“受不了”像过去那样持续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下降已成必然趋势。但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增

长的动力源泉在哪呢？首先，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空间收缩；技术进步导致“后发优势”越来越弱；长期高水平投

资带来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和产能严重过剩，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越来越有限；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以及新兴经济体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等，导致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降低（范剑平，

2014；刘伟和苏剑，2014）。其次，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和培育：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提高，消费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民营经

济部门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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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2014；余斌和吴振宇，2014）。最后，改革取代外部刺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技术进

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要素（方竹兰，2014；马蔚华，2014）。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下滑，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考虑到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

衡，如果各个经济单元能够接续发力，那么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呢？李佐军（2014）

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区域大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处阶段也不一致，当部分

地区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后，另一部分地区还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胡家勇（2014）则进一步指出中

西部地区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本、大量潜藏的投资机会以及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仍构成后发优势，

如果能够有效地把这些后发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既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存在接续发力的空间，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各区

域进入新常态的时间将各不同？如果中国各区域将分次进入新常态，那么我们在寻找和培育新常态

环境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时，是否应注意区域差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

容。 

区别于前人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增速、结构和动力三个维度，对

中国是否已进入新常态进行研判；第二，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进入新常

态是否存在先后差别；第三，利用中国 275 个市级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 2012~2013 年中国

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点进行实证检验，为新阶段寻找和培育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提

供了区域化理论依据。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增速、结构和动力三个维度，对中国整体以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区

域是否已进入新常态进行研判；第三部分，构建杜宾空间模型，分经济区域检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

长的主要支撑点；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中国已进入新常态了吗 

根据新常态的特征和定义，如果增速、结构和动力三大核心要素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那么即

可以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新常态。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GDP 增速超过 10%的年份共有 17 年，超过 8%的年份共有

27 年，仅有 4 次连续 2~3 年低于 8%：第一次是 1979~1981 年，第二次是 1989~1990 年，第三次是

1998~1999 年，第四次是 2012~2014 年。值得注意的是，前三次经济增速回落主要都是受到外部短

期因素的干扰，每次回落后又迅速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然而，第四次经济增速回落之后，中国

经济还会恢复高速增长吗？ 

环顾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长久地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的

必然规律。截止 2012 年底，中国 GDP 已是 1978 年的 142.5 倍，同样是增长一个点，1978 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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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多生产 36.45 亿元人民币的产品，而 2013 年却需要多生产 5194.7 亿元人民币的产品，以经济

学直觉来看，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再长久地维持高速增长了。因此，2012 年以来，我国经济

增速的放缓，可能不再是经济周期的下行循环，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逐步成为我

国产业主体；从需求结构层面来看，2012 年以来，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始终高于资本形成总

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从城乡区域结构层面来看，2011 年底我

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 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城乡

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城乡区域差距不断缩小。因此，从结构层面来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全

面而深刻的变化。 

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和环境压力的加大、土地价格的不断上

涨以及技术“后发优势”的逐渐减弱，中国经济增长将难以继续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维持。此

外，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战略，新兴经济体普遍推行出口导向策略，不断挤占我国国际市场

份额，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断下降。因此，原有的“三驾马车”已发生变化，而新的增

长动力还未完全形成，新旧动力正处于切换时期。 

综合以上分析，增速方面来看，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新的

均衡增长点还未到来；结构方面来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但尚有较大调整空

间；动力方面来看，原有的增长动力已发生变化，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认为 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潜在增速的放缓，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已进入了新

常态，实际上只能说明中国正处于向新常态的过渡阶段。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东中西地区在经济结构、生产要素、消费与投资水平等

方面皆存在较大差异，这势必会导致各区域进入新常态的时间将有先后之分，相应的国家发展战略

自然也应注意时间和区域上的差别。因此，从区域化视角，对中国东中西地区处于新常态的何种阶

段做出判断，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表 1 可以看出，2012~2014 年期间，中国整体 GDP 增速基本稳定在 7%~8%区间内，但仍有

下行压力。此外，各经济区域的 GDP 增速存在较大差异，2012 年，东部地区 11 个省市中有 3 个

省市的 GDP 增速超过 10%，截止 2014 年底，已只剩下 1 个，且 11 个省市的 GDP 增速皆呈缓慢下

降趋势，不过，仍有 5 个省市的 GDP 增速超过 8%。反观中部地区，2012 年各省市自治区的 GDP

增速皆超过 10%，但增速下降较快，2013 年仅剩一半，截止 2014 年底，所有省市自治区 GDP 增

速已皆低于 10%，但仍有 5 个省市自治区的 GDP 增速超过 8%。再看西部地区，2012 年各省市自

治区的 GDP 增速也都超过 10%，2013 年略有下降，截止 2014 年底，虽然只有 4 个省市自治区的

GDP 增速超过 10%，但仍有 11 个省市自治区的 GDP 增速超过 8%。综合来看，2012 年以来，虽然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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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区 GDP 增速皆呈下滑趋势，但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经济仍保持了较高速度

的增长。 

表 1  GDP 增长率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GDP 
增长率 

省市占比

（g10%） 
省市占比 
（g） 

省市占比

（g10%）

省市占比 
（g） 

省市占比

（g10%） 
省市占比 
（g） 

2012 7.7% 3/11 0/11 8/8 0/8 12/12 1/11 

2013 7.7% 2/11 4/11 4/8 0/8 10/12 1/11 

2014 7.4% 1/11 0/11 0/8 0/8 4/12 0/11 

注：g 表示 GDP 增长率，g10%表示当期 GDP 增长率不低于 10%，g表示当期 GDP 增长率超过前一期 GDP 增长率。 

表 2 显示，2013 年，中国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此后第三产业占比稳

步上升。纵观东部地区，2012 年，11 个省市中仅有 3 个省市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

业，但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截止 2014 年，已有 5 个地区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

业。然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还不明显，虽然各省市自治区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皆不断

提高，但截止 2014 年底，仅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第二产业。相对中部地区而言，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已初具成效，截止 2014 年底，12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 5 个地区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了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占比仍呈较快速度提升。由此，不难看出，东部和西

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速度相对较慢，但整体来看，东中西地

区产业结构优化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 2   三大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是（tic>sic）
否（tic<sic）

省市占比

（tic>sic） 
省市占比

（tic） 
省市占比

（tic>sic）
省市占比

（tic） 
省市占比

（tic>sic） 
省市占比

（tic） 

2012 否 3/11 11/11 0/8 6/8 2/12 9/12 

2013 是 4/11 10/11 1/8 8/8 2/12 10/12 

2014 是 5/11 11/11 1/8 8/8 5/12 11/12 

注：sic 表示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tic 表示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tic>sic 表示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

献率超过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tic表示当期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高于前一期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由表 3 可知，2012~2013 年间，中国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皆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

贡献率，但是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东部地区 11 个省市中，有 4 个省市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了

投资，而中西部地区投资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消费需求成为我国需求主体仍有待时日。 

表 3  三大需求对 GDP 的贡献率 

年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5《发展经济学论坛》2015 年第 1 期 

 ·6· 

是（cs>is） 
否（cs<is） 

省市占比

（cs>is） 
省市占比

（cs） 
省市占比

（cs>is）
省市占比

（cs） 
省市占比

（cs>is） 
省市占比

（cs） 

2012 是 4/11 8/11 0/8 4/8 1/12 9/12 

2013 是 4/11 9/11 0/8 6/8 0/12 6/12 

注：cs 表示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is 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贡献率，cs>is 表示最终消费对 GDP 的

贡献率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的贡献率，cs表示当期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高于前一期最终消费对 GDP 的

贡献率。由于 2014 年各省市自治区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数据尚未公布，故表 3 缺 2014

年统计数据。 

综上所述，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还未进入新常态，而是正处于向新常态的过渡阶段。从区域

差异视角来看，东部地区 GDP 增速较为稳定，经济结构优化较为明显，可能率先进入新常态，而

中西部地区 GDP 潜在增速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结构优化成效尚不显著，进入新常态可能

仍有一段较长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实证检验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收敛的问题，已有很多实证研究，如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李富强等

（2008）以及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等。这些研究识别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与收敛的一些重要因

素，主要包括：消费、投资、出口、FDI、劳动力增长率、人力资本投资、金融发展程度、政府规

模和制度因素等。武鹏（2013）研究发现，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稳定的最主要来源，TFP

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渐减弱，2002 年以后甚至表现为负值，而中国若要成功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必须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由投资拉动向效率驱动的转换。张德荣（2013）通过

跨国比较的视角发现，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固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和 FDI 是经济增长

的共同动力，但在中高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这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减弱，改革

和原创性技术进步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中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增长

动力的转换，李钢（2013）认为 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是第二产业（特别是

工业），且一直会持续到 2020 年，第三产业难以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产业，因此，现阶段中国

没有必要把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着力点，而应进一步提升第二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以充分挖掘中国日益形成的质量型人口红利。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 

基于前人研究和中国经济现实状况分析，本研究认为消费、固定资本投资、出口、财政支出、

金融深化程度和劳动力增长率很可能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由于理论界一般认为中

国正式向新常态过渡始于 2012 年，因此，本研究只能选择短面板数据。为了扩大样本信息，以保

证实证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本研究放弃了传统的以省际数据为样本的做法，而是以市级为单位

组建样本。本研究有效样本量共 275 个，东部地区 100 个，中部地区 99 个，西部地区 76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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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分布相对均匀，为分经济区域估计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提供了数据保障。数据来自各市

级单位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研究方法设计 

由于我国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各地区在生产要素、资本市场和人口流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

程度的交叉，因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通过“拉动”、“示范”或其它渠道，对周边地区

的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这即意味着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着空间依赖问题，传统的面板估计方

法（如混合 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或无效的。基于

此，本研究拟引进空间杜宾模型（SDM）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

有三大优点：第一，相对于非空间模型而言，空间模型处理了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不均匀性；第二，

与其它空间模型比较而言，空间滞后模型（SAR）忽略了误差项的空间依赖，会导致估计有效性的

损失，而空间误差模型（SEM）忽略了因变量的空间依赖，会导致有偏估计，但是，SDM 模型嵌

套了包括干扰项和因变量的空间依赖；第三，SDM 模型可以使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基于

参数的后验分布，对样本数据进行估计，大大降低了对样本量的要求。空间杜宾模型的一般表现形

式为： 

ny Wy X WX         （1） 

其中，Wy是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WX 是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n 为常数项的向量， 为残

差项， 2~ (0, )nN I  。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具体表述如下：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
it n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gdp Wgdp con inv ext gov fin

lab Wcon Winv Wext Wgov Wfin Wl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其中， gdp 表示 GDP 增长率， con 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inv表示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率， ext 表示出口增长率， gov表示财政支出增长率， fin 表示本币贷款增长率， lab 表示劳

动力增长率。 

与线性回归解释不同，在实证方程（2）中，回归系数（ 1 5, ,  ）不再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Kim 等，2003；

Pace 和 LeSage，2006；Anselin 和 LeGallo，2006；Kelejian 等，2006）。将式（1）转化为如下形式： 

n( ) nI W y X WX         （3） 

1

( ) ( ) ( )
k

r r n
r

y S W x V W V W  


   （4） 

其中， n( ) ( )( )r r rS W V W I W   ，
1 2 2

n( ) ( )nV W I W I W W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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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 ( )rS W 的作用，将（4）式转换为矩阵形式： 

r 11 r 12 r 11 1

2 2r 21 r 22

1

r 1 r 2 r

( ) ( ) ( )

( ) ( )
( ) ( )

( ) ( ) ( )

n r

k
r

n
r

n nrn n nn

S W S W S Wy x

y xS W S W
V W V W

y xS W S W S 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为更清晰地表达矩阵 ( )rS W 的作用，本研究用 ( )r ijS W 来定义 ( )rS W 中的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 )iV W 指 ( )V W 中的第 i 行，则（5）式可进一步转换成： 

1 1 2 2
1

[ ( ) ( ) ( ) ] ( ) ( )
k

i r i r r i r r in nr i n i
r

y S W x S W x S W x V W V W  


     （6） 

由（6）式可知， rx 第 i 个观测值的变化对 iy 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 )i
r ii

ir

y
S W

x





，而平均直

接效应指的是 rx 对本地区 y 造成的平均影响，数值为矩阵 ( )rS W 中对角线元素的平均值，记为： 

1( ) ( ( ))direct rM R n tr S W （7） 

相应地， rx 对本地区和其他地区 y 的平均总影响，即为平均总效应，数值为矩阵 ( )rS W 中所

有元素的平均值，记为： 

1 '( ) ( )total n r nM R n S W  （8） 

rx 对其他地区 y 的平均总影响，则被视为平均间接效应，数值为矩阵 ( )rS W 中所有非对角线

元素的平均值，可记为平均总效应与平均直接效应之差： 

( ) ( ) ( )indirect total directM R M R M R  （9）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拟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但使用空间

杜宾模型的前提假设是，所研究的因变量存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为检验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

间自相关性，本研究使用 Moran’s I 来检验中国经济增长与其空间滞后项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计

算公式如下： 

1 1 1 1

2 2

1 1 1 1 1

( )( ) ( )( )

( )

n n n n

ij i j ij i j
i j i j

n n n n n

ij i ij
i j i i j

n W x x x x W x x x x

I
W x x S W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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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的值介于-1 至 1 之间，如果大于 0，表示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小于 0，表示有

负的空间自相关性；如果等于 0，表示无空间自相关性。 

本研究分别对东中西区域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Moran’s I 检验 

指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Moran I 0.107 0.051 0.042 

平均值 -0.005 -0.005 -0.007 

标准差 0.018 0.011 0.019 

统计值 6.238 5.003 2.578 

P 值 0.000 0.000 0.005 

 

由表 4 可知，东部地区的 Moran’s I 值为 0.107，相应的 P 值为 0.000；中部地区的 Moran’s I 值

为 0.051，相应的 P 值为 0.000；西部地区的 Moran’s I 值为 0.042，相应的 P 值为 0.005，这说明东

中西三地区的 Moran’s I 都非常显著，在 1%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我国东中西三地区的经济增长

皆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 

基于以上检验，本研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选取 m=5 邻接空间加权矩阵，使用马尔科夫链蒙

特卡罗方法，对 2012~2013 年期间，中国东中西三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进行实证模拟。经过

5000 次模拟运算，得到现阶段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点： 

表 5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空间杜宾模型）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con 0.03 -0.22** -0.19** 0.05 -0.22 -0.16 -0.0004 0.01 0.01 

inv 0.02*** 0.02 0.04 0.06** -0.001 0.06 0.03** 0.02 0.05 

ext 0.01 -0.02 -0.01 0.003 0.02 0.03 0.01** 0.03** 0.04** 

gov 0.13*** 0.05 0.17 0.11*** 0.08 0.19 -0.01 0.01 0.01 

fin 0.02 0.05 0.07 0.02 -0.14 -0.12 0.0001 0.07 0.07 

lab 0.001 0.01 0.01 0.05** 0.05 0.11 -0.01 -0.04 -0.05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 5 不难看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在直接效应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在 1%的

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是支撑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

在间接效应中，消费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本地区消费的增加，会抑制其他地区经济

的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本地区消费需求的增加吸引其他地区生产要素流入本地，导致其他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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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乏力；而在总效应中，消费在 5%的置信水平下仍显著为负，说明本地区消费的增加，对本地

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平均总溢出影响呈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本地区消费需求的增加在尚未

刺激本地相关产业兴起的同时，却已消耗了其他地区流入的生产要素。这警示我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并不一定就会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在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一方面必须注意发展相关

产业，切实将消费需求转化为生产动力，而不是“坐吃山空”，另一方面必须注意资源的优化配置，

避免本地消费需求的增加对其他地区生产要素的“挤出效应”。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在直接效应中，固定资产投资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政府财政支

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与东部地区相似，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也是中部地

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劳动力增加是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另一动力来源。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仍存在一定的“人口

红利”，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是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持续的城镇化战略

仍在为中部地区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其二是中部崛起的机会吸引部分劳动力自东部地区回流至中

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尚可利用其“人口红利”优势，适度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此外，本研究没有找到解释变量存在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证据。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在直接效应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在 5%的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也

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在间接效应中，出口在 5%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区出口产业的发展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或“示范”

效应；在总效应中，出口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本地区出口的增长对本地区和其他地

区的经济增长皆存在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前文部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 2012~2013 年间，中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

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为验证估计结果是否可靠，本研究拟从样本区间和估计方法两方面做进一步的

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研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 2012 年和 2013 年两个样本区间内，中国东中西地区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问题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与表 5 基本相似。 

其次，本研究运用短面板估计方法，对 2012~2013 年间，中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进

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短面板估计方法）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c（常数项） 0.071*** 0.054*** 0.109*** 

con 0.022 0.027 0.001*** 

inv 0.03*** 0.06*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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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 0.007 0.002 0.01*** 

gov 0.113*** 0.124** -0.002 

fin 0.026* 0.01 0.034 

lab 0.003* 0.073** -0.008 

R-Squared 0.3005 0.1452 0.2676 

P-value（Hausman ） 0.1548 0.0233 0.0658 

model RE 混合回归 RE 

 

表 6 显示，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金融发展（贷款）和劳动力对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固

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固定

资产投资和出口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显然，短面板估计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出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支撑点的估计结果是可靠

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使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方法，对 2012~2013 年期间，中国东

中西三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进行 5000 次模拟运算，得到三大基本结论：第一，对于东部地区

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第二，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固

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第三，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固定资

产投资和出口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当然，本研究并不认为，消费和金融发展

等其它要素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这些也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本研究只是证

实，消费和贷款增长率的上升并不能有效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而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支出、

劳动力和出口额增长率的上升却可以显著加速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本研究对如何保证中国经济顺利向新常态过渡，提供四点政策

建议： 

首先，客观、公正的对待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旧有的”并不一定就是“过时的”，本研究证

实部分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如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提高

其质量、改进其模式，继续利用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保证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顺利过渡。切记不

能盲目的“一刀切”，摈弃所有“旧有的”经济增长动力，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在完成新旧动力的切

换之前，经济陷入增长乏力、无力的空洞局面。 

其次，谨慎、科学的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和环境压

力的加大、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以及“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旧有的经济模式，已难以满足维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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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现实需求。当下我们必须尽快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扩大内需、加速

发展第三产业，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消费相对于投资、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加

大而已，我们要切实通过增加消费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要避免

产业空心化。 

再次，缩小区域差距，让中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一个区域

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如今东部地区

的“后发优势”已较为薄弱，增速换挡在所难免。但是，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还相对低廉，基础设

施还相对落后，仍然潜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袤的市场需求，如果中西部地区能够适度的承接东

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国家在战略层面再给予中西部地区相当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中

西部地区就有可能将其“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贡

献者。 

最后，改革和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大国强国是无法永久

依赖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必须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培育

出可持续的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必须不断随之改进，才能满足经

济基础不断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全面深化推进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增加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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